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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向文字最佳境界的跋涉 尋向文字最佳境界的跋涉 

——趙元任的中國文字觀及其實踐趙元任的中國文字觀及其實踐

史有為

摘要  趙元任先生中國文字觀的核心是讓中國文字更具現代性。趙先生

一生的文字實踐顯示，他既有微觀的磨礪，也有宏觀的設計。他是一位不認

輸但又很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他認識到漢字的作用，力主維持漢字的統一；

他不認同“廢除漢字”的激進口號，而主張要認學漢字。他又深知漢字的短

板，堅持中國文字系统必須改革，補足漢字之短。國語羅馬字，便是他第一

次的改革主張。中年以後，他對漢字、漢語、社會、文化四者之間的關係有

了更清醒的認識，對漢字的形態也在更高維度下有了新的認識。晚年，他開

啟了尋向“通字”的全新跋涉。他從四大方言裏提取出必要特徵，為文字增

加了 800多個隱形音節，從而改革了漢字“一字一形”的傳統，樹立起“一

字一音”的新框架。他結合了降低並限制文字數量的現代性原則，鍛造出漢

字與拼音兩種文字形態，擬製成總計 2085字的“通字”。通字的雙文字形態

為我們開闢了一條新路徑，提出了多種新課題，並讓未來的中國文字有了更

多的想像空間。

關鍵詞   趙元任文字觀；漢字及漢字改革；國語羅馬字；通字；文字現

代性

趙元任先生（1892—1982）一生的研究有許多方面，但最難讀懂、讀對

的可能就是他對中國文字的想法。趙先生一輩子與漢語漢字打交道，在幾十

年的研究中堅持文字改革主張，並為之不懈實踐，從而形成了獨特而又發展

的中國文字觀。

要對趙先生幾十年來有關中國文字的言行做個梳理絕非易事，然而卻有

重大意義。一可發現他前後期思想的發展或變化。二可釐清當下對趙先生觀

點的諸多誤解與混亂事實，澄清真相。三可藉以看清當下、啟迪未來。因而

甘願冒著可能的失敗，一窺先生的中國文字觀。

趙先生的有關論述散見多處，數量龐大，而且常以聊天式、即時而飄

趙元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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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不夠確定 1的風格進行表達，加上有些著述年代較早，或是翻譯之故，

在歸納和解讀的過程中頗費心力。因而在表述先生的觀點時，除儘量引用先

生的原話外，也在必要時加些解釋。文章一定有不到之處，敬請指正。

一、漢字觀及其實踐

（一）漢字是什麼？

趙元任先生對漢字的看法，前後幾十年基本一以貫之，但也有些發展，

大致可以整理為以下幾點：

1. 漢字不等同於漢語。趙元任先生（2002a：675）2反對“把中國語言看

成是由整個漢字組成的”，他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語言與文字是兩

個東西：語言是用詞句為單元構造的，文字只是用來表示語言的。這個觀點

始終貫穿趙先生一生的研究，不時出現。然而，我們也並未發現先生否認二

者間互有影響。

2. 漢字整體上表示的是語素。趙先生指出（1980a：228）3：“總而言之，

一個整個兒的字，在中國文字裏頭是代表一個整個兒的詞素。”“中國文字從

很早就是一個字寫一個詞素的，不過這地方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雖然一個

字寫一個詞素，它並不是直接用文字代表意義的。”就是說，整體上看，漢

字都是表示語素的，而語素是音和義的最小結合體，因此他反對“直接用文

字代表意義”。此外，“有少數的例外，用兩個字寫一個詞素，或者有時候還

用一個字寫兩個詞素的。”前者如“彷彿、葡萄”，後者如表示“不要”的

“別”。

3. 漢字是標 / 表義的，也是標 / 表音的。流行的說法是：漢字表意但不

表音。趙先生卻一再指出（1980a：144—146）：“可以說中國文字是一字一言

的文字。他跟世界多數其他文字的不同，不是標義標音的不同，乃所標的語

言單位的尺寸不同。”“其實中國文字也未始不標音，字母文字也未始不標

1 這種風格完全不同於當代的學術慣例，而這恰是趙元任超越當代、實事求是之處。趙先生清楚學術論點

的主觀假設性很強，常難於鐵定，後人推翻前人論點是常事。因而此處所言“時而飄忽、不夠確定”絕

非貶義。

2 本文於 1916年首次發表在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第 11期，第 7–8頁。

3 1959年，趙元任先生於台灣大學講學，本書由台灣大學根據內容整理而成，於同年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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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十幾年以後他又說（2002b：886）1：“通常的說法是漢字不表音。其實

它是表音的，但不在音位的層面，而在語素的層面或者字的層面。”

這與流行的觀點完全不同。趙先生所說的漢字“標音 / 表音”，常被人

誤解為形聲字，其實是指在音節尺寸上的表音。這在音譯（如“沙發”）時

就可看出漢字表音的一面。而所謂的“標義 / 表義”也只是指漢字這個音符

與固定的意義相聯繫。因此趙先生（2002c：503）2又稱漢字“雖然能代表意

義，可是同時也代表一个有音之言 3。”

4. 每個漢字的個性特別突出。趙先生說（1980a：224）：漢字“有兩幅度

的變化”，兩幅度即現在所說的二維度。而拼音文字“主要的字的結構，還

是一個一個字母。一條線排下去，一連串的是一度的。”“我在書裏頭找一個

東西，那找中文就找得快多了，因為中文的這個字跟那個字實在不同，你翻

翻，翻到了，那個字就好像對著你瞪著眼兒，就看見了。”這就是說，由於

二維的構圖更繁複多彩，漢字的個性與彼此間的區別性也就更為突出。

5. 漢字是有用的。趙先生很早就堅定認為（2002d：490）4：“現在我們要

認識漢字。認識漢字有用。”此處所說的“有用”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漢字統一了中國的表達系統，且這種統一理應延續。趙先生多處

提到（2002d：486）“統一的文字”，並認為：“文字既然本來已經是統一的了，

這當然是中國語文現狀中的一件很幸的事情。我們當然也盼望這種統一的狀

態能夠長遠的繼續下去”。

其二，教學漢語需要漢字。出於教學的需要，趙先生他和助手楊聯陞在

1945年開始合編的《國語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5（趙

元任、楊聯陞，1947）就體現了他的實際態度。《國語字典》專為口語設計，

有 5000條目，以北京音為基礎（用國語羅馬字和威妥瑪拼音注音），並首

次以獨立使用語素為單位進行詞典編纂，標識詞性，提供豐富例證，體現了

“活的語言”理念，開創了後續漢語詞典編纂的先河。這表現了趙先生對學習

1 本文於 1973年首次發表在《CIC遠東語言研究所文集》卷Ⅳ（University of Michigan）。

2 本文於 1954年首次發表在《“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1輯。

3 按趙先生的解釋，“言”就是有意義的單音節單位，大致相當於單音節語素，也是中國傳統上對語言單

位的稱呼。如“萬言書”即是一例。

4 本文於 1938年首次發表在《建國評論》第 1卷第 5期。

5 趙元任負責《國語字典》的大部分釋義，增補方言讀音，撰寫序言和附錄。楊聯陞負責擬定初步條目，

起草部分釋義，並提供北京話的讀音和語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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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重視。

其三，漢字在方言記錄中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趙先生認為方言調查需

要漢字。1930年他用 3567個字設計了方言調查表格例字表 1，極大地方便了

調查工作。

其四，有些場合必須使用漢字。趙先生說（1980a：150—151）：“在有

限的某種用文字的場合裏頭，是非用漢字不行。”如關涉到文字學、中國文

學史和中國歷史的場合。另外，漢字對理解古書、文言文應該具有促進的作

用。趙先生編成的那幾段同音奇文，就是一個例子。（參見本章第四節：同

音奇文之謎）

（二）漢字該怎麼研究，又該如何簡化？

1. 應該研究漢字部件的性狀和數量。趙先生認為必須研究漢字的“構字

元素”（即構字部件）。趙先生指出（2002a：709）：“表義字的提示作用往往

被大大地誇大了。在我學習‘學、暴、發、旋、之’這些字時，我並沒有從

它們的現代形式或古代形式得到任何的幫助，也沒有像我現在用它們時從它

們的字源得到任何幫助。”

20年後他再次指出（2002d：486）：六書已只有偶然的提示作用。“到了

現在時候，‘六書’只成為少數專家研究的東西，在文字教育面上只偶有提

示的功用，而並無在大體上的幫助，久已不是‘八歲入小學’時可能倚靠的

了。”漢字的許多偏旁已經很難從中得到音義的資訊，也就是說許多偏旁已

經開始向區別符 2/ 記號演化了。

趙先生（2002a：674）說：“在漢字的分析裏，我們不僅應該研究部首，

還要研究複合字的其餘部分。”複合字是由多數為兩個功能部件（大都表意

或表音）構成的合成字。趙先生認為：在人們的認識中，對漢字的構字“元

素的數目不確定 3。Callery列舉了 1040個元素，它是壓縮了Marshman提供

1 趙先生這份方言調查表格例字表就是 1955年丁聲樹、李榮先生《方言調查字表》（署名中國科學院語言

研究所編，1964年修訂）的藍圖或基礎。後者，趙元任（1983）說是李榮於 1957年和 1963年所編。

記此待查。

2 區別符即漢字中只起區別作用而無音義提示作用的部件，也稱記號。參見史有為、楊大方（2025）。該

文證實現代漢字部件已經出現記號化 /區別符化的趨勢。

3 為應對 1970年以來中文信息處理對鍵盤設計的需求，漢字部件研究有了飛速的發展。分析的結果各種

各樣，部件有一二百， 五六百，乃至上千。數量越大變形越少，反之數量越小變形越大。這些分析大都

只著重技術處理，沒有考慮漢字整體的生態。如果考慮到漢字整體生態，就應有更具人文意義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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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長的單子而成。我認為這些研究應該是成為任何上過學的人的知識的一

部分。”的確如此，如果不清楚構成漢字的家底，就很難找對漢字的走向。

2. 漢字可以簡化，但要慎重，偏旁不能輕易區別符化。趙先生（2002a：

700）說：“由於我認為我們不能在最近的將來廢棄漢字，我們必須為簡化我

們的字做些什麼。然而對於任何大的改變的成功我並不樂觀。”他提出“還

是多少回到古字的筆畫上來。”“在某種程度上，回到古字的形式更可取，如

果它簡單而且更清楚地能看出字源。”即用古體來替代繁體字。趙先生舉的

例字是：机代替機、铁代替鐵、于代替於。

但是他在《中國語言的問題》（2002a：674）中，列舉了一些“破體”如

“犹”表示“猶”，以及一些“俗體字”如“对”表示”對”，“义”表示”義”

等等。他雖然承認“不應該僅僅由於一些語言事實跟正統的用法不一致而忽

視它們”。這顯示先生對於採用區別符 /記號替代聲旁等構件，是不接受的。

原因很明顯，這將破壞已經穩定的漢字系統。區別符 / 記號的興起是跟偏

旁破俗化 1和草書楷化相聯繫的。趙先生對區別符 / 記號化的反對還可以從

1977年的一幅題字裏窺見。（見圖 1）

圖 1　趙元任 1977年的題詞

1 “破俗化”是本文的用詞，指文字擴散到庶民階層時脫離音義功能或擺脫字形理據的過程。破俗化主要

發生在偏旁層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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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of Yuen Ren Chao’s view of Chinese writing is to make it more modern. 

His lifelong practice in written language shows that he engaged in both microscopic refinement and 

macroscopic design. He was an idealist who never gave in, yet was always realistic. Recognizing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 strongly advocated for their unification; he rejected the radical slogan 

of “abolish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stead insisted that we should learn to recognize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fully aware of th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sisted 

that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must be reformed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deficiencies. The National 

Romanization was his first reform proposal. In his middle age, he gained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developed 

a renewed appreciation of the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a higher dimension. In his later years, 

he embarked on a new trek toward “Tong Zi (General Chinese).” He extracted essential features 

from the four major dialects and added more than 800 covert syllables to the writing system, thereby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one character, one form” and establishing a new framework of 

“one character, one sound.” Integrating the modern principle of reducing and limiting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he forged two written forms—one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one in alphabetic script—and 

devised a total of 2,085 characters for General Chinese. The dual written forms of General Chinese 

have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us, put forward many new topics, and left more room for imagination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Chines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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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Romanization; Tong Zi (General Chinese); modernity of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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